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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摇 要:基于对公共资源开发利益主体多元、生态影响复杂的基本认识,从生态优先视角对水电能

源开发的多利益主体合作博弈机理进行解构,修订和重构了基于生态优先的合作博弈增量收益分

配方法。 实例研究表明:第一,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非对称性和公共资源开发的外部性,公共

资源开发多利益主体的合作博弈可能导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,形成合作博弈“陷阱冶;第二,考
虑生态优先和生态补偿重构合作博弈的 Shapley 值法,能够有效解决合作博弈“陷阱冶,特别是对弱

势群体的利益改进明显。 研究揭示了兼顾生态影响和生态补偿条件下,水电资源开发各合作主体

间存在最佳收益均衡点,为水电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科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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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摇 言

水能资源作为我国第二大常规电力的可再生能

源,在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方面发挥不可替代

作用[1],潜在装机容量达 0. 404伊109 kW,每年水力

发电量可达 0. 9伊108 t 燃煤,约 2 470伊109 kW·h[2]。
2001 年起,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开发可再生水电资

源,预计到 2020 年,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

0. 25伊109 kW[2]。“十三五冶规划期间,国家对水电能

源开发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,继续扩大水电投资建

设需求。 水电能源基地开发是一项服务全社会的复

杂系统工程,包括平衡环境、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可持

续发展问题。 然而,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影响和公众

支持方面,水电能源基地建设的绩效并未完全达到

预期[3]。 由于水电能源基地建设存在外部性及预

算刚性,包括水电开发企业、政府和当地居民在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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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满足,相互之

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规避。 合作是推进流域内水资源

开发的基础[4],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是核心,
通过采取互利共赢的方案和策略等可以减少这些

冲突[5]。
针对多利益主体在资源利用中的共同合作与平

衡利益,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进行了有益

探索,研究聚焦在以下 3 个方面:第一,从公平性角

度引入新的 Shapley 值分配的改进方法。 如张艳芳

从政府、矿企和当地村民三者分析我国中西部矿产

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共享,并引入生态补偿

因子重新计算收益值,通过对比利益相关者收益分

配前后变化量以体现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合理[6]。
针对模糊环境下决策单元加入联盟前后原决策单元

效率和自身效率变化,杨志华等基于 DEA 效率值,
设计了修正 Shapley 值,即依据贡献度对各决策单

元的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分配[7]。 考虑合作联盟的

差异性,李维乾等结合流域区域联盟差异性,提出了

基于 DEA 水资源效益的生态补偿分摊方案,考虑了

投入产出参数的重要性并对 Shapley 值进行改

进[8]。 第二,在利益转移分配方面,侧重此消彼长

的利益流动关系。 如陈晓舒等通过指标定量测算反

映利益流向,以全面评估水电项目开发过程中开发

企业、流域政府、移民群体和全球利益相关者等利益

主体的成本和效益[9]。 马永喜提出,借助 Shapley
值分配转移利益以实现跨区域合作主体的互利共

赢[10]。 第三,关于资源分配方案的选择。 一是应用

破产博弈理论研究跨流域、区域水资源分配方案。
如袁亮等基于主体不平等性将谈判议价能力纳入破

产博弈,以解决水资源分配的非对称性问题,并根据

满意度函数的联动函数和谈判破裂点寻找最优方案

以兼顾各流域主体的利益[11]。 基于跨流域水资源

的非均衡空间和时间分布,Madani 等提出了一种非

线性网络流优化模型,根据河流网络中不同位置水

的时间敏感性进行分配[12]。 针对流域水资源“供不

应求冶情形,张凯等优化了跨行政区流域的水资源

配置方案[13]。 类似地,Sechi 等应用破产博弈理论

模型优化跨行政区流域的水资源配置方案[14]。 二

是按不同阶段确定资源分配方案。 如孙冬营等采用

流域水资源分配二次配置模型在流域水资源初次分

配当中考虑公平,建立基于用水主体需求的水资源

分配优化模型,并得到初始水资源分配结果[15]。 基

于产业合作逻辑,谭佳音等提出“三阶段冶的区域水

资源分配方案[16]。
综上,现有成果已奠定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可供

借鉴的分析框架,但是相关文献仍存在一定缺陷,突
出表现为多利益主体之间的效益分配量计算依托于

指标测算的内部关联性,且利益转移关系仅侧重单

一、静态的评价结果,并未考虑多利益主体合作联盟

动态变化下的效益分配。 由于各利益主体能形成不

同的合作联盟形式,其效益分配结果存有差异性,因
此,利益主体间合作联盟形式是动态、客观评价效益

和清晰描述利益流向的关键点。 鉴于此,以澜沧江

干流水电基地建设为例,引入合作博弈对具有利益

转移关系的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之间的

合作进行分析,将 Shapley 值作为各利益主体在流

域开发过程利益共享的分配基础,同时引入生态补

偿因子对 Shapley 值进行修正,进一步体现多利益

主体合作和利益共享的公平性,从而揭示出水电能

源基地建设过程中合作共生利益转移表达机制。

二、水电能源基地建设利益相关者
及其关系分析

摇 摇 水电能源基地开发是国家战略性工程,利益主

体多样,包括减排替代的国际利益相关者,中央政

府,流域内地方政府,因开发产生的移民群体,水电

开发企业以及受水电基地开发影响的行业、社区和

非政府组织。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多主体合作博

弈的复杂性,选取其中的 3 个核心利益相关者———
流域开发水电企业(以下简称“开发企业冶)、流域开

发政府管理组织(以下简称“流域政府冶)和移民群

体。 其中,开发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而从事水电能源

项目投建运营的生产主体;由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产生

的移民群体是水电开发直接影响的一类群体;流域政

府是指承担因水电能源基地建设影响流域生态环境、
经济发展、移民就业等各方面社会问题的协调解决、
由不同部门组织成立的流域开发管理机构。

第一,流域政府与开发企业的利益关系。 作为

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,流域政府谋求社会福利和财

政收入最大化。 开发企业建设水电站的环保投资效

益、居民土地的淹没补偿、流域开发对农田灌溉效益

的增加等可以转化为政府收益,当水电能源基地建

设产生的负外部性超过流域开发前的社会效益时,
如旅游和养殖潜在经济效益损失、土壤保持服务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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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价值损失等将计入管理成本,流域政府可对开发

企业的投资建设予以政策约束可能会影响水电能源

建设项目的继续实施。

表 1摇 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方法

方法 定义 特点

Shapley 值法
鬃i(N,v) = 1

N! 移
S哿N

( S - 1)!

(N - S )! [v(S) - v(S \{ i})]

Shapley 值不仅考虑了联盟成员的边际贡献,而且满足个体理性、联盟理
性、公平效率以及分配结果的唯一性的条件,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利益分配
方法

核心法 C(v) {= v* 移
i沂S

v*i 叟 v(S),坌S 哿 }N 虽然核心法在理论上分配的稳定性较好,但由于要满足联盟理性条件,核
心往往为空集

内核法 E(S,v*i ) = [max v(S) - 移
i沂S

v* ]i 内核解的稳定依赖于联盟收益分配剩余量

核仁法 H(S,v*i ) = { [min max v(S) - 移
i沂S

v ] }i 优先确定最不满意的联盟收益,逐渐寻找联盟收益次之的分配结果

纳什讨价还价法 max[vi(S) - vi(d)][vj(S) - vj(d)] 考虑博弈全局的纳什均衡效率,增量收益乘积最大

第二,流域政府与移民群体的利益关系。 建设水

电能源基地需要征用当地居民的用地,流域政府需要

优先解决移民群体安置问题:一方面,流域政府需要

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;另一方面,流域政府需要协调

多方利益主体,以合作实现水电能源开发这一战略目

标。 考虑流域居民外迁的适应能力和从业情况,流域

政府选择对移民群体安置的补偿力度决定当地居民

是否积极配合政府安排,其解决移民群体安置问题的

妥善程度将直接影响开发企业的水电项目进展。
第三,开发企业与移民群体的利益关系。 流域

开发企业负责水电站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,其最终

目标是实现水电开发经济效益最大化。 然而,水电

能源基地建设工程会对流域居民产生直接影响,项
目能否继续推进需妥善解决移民群体的安置问题,
由于居民搬迁成本及移民群体搬迁前后收入会产生

变化,开发企业安置并适当补贴移民群体会促进其

积极配合,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水电能源基地的建设需要综合平衡开发企业、

流域政府、移民群体的合作利益关系,实质是这三方

合作博弈和利益分配的协调过程。

三、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利益共享方法构建

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中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及移

民群体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利益交织关系,需要寻

求多主体合作与利益共享的有效途径。
1. 多主体合作博弈效用可转移性及合作条件分析

合作博弈分为可转移效用和非转移效用两种:
可转移效用的合作博弈是指一方博弈主体通过联盟

形式等量分配或转移支付效用到另一博弈主体,每

个主体的可转移效用测度是等价的,而非转移效用

则缺少合作联盟形成的动机。 水电能源基地建设涉

及的多个利益主体具有合作共享的主观意愿,其合

作关系属于效用可转移的合作博弈,即当开发企业、
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通过合作、能够产生增量利益

时,不同主体能形成合作联盟的机制,即对增量利益

进行公平合理分配。
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作为可转移效用合作博弈,

假设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三方利益主体

的集合 N={1,2,3},子集 S 称为集合 N 的联盟且

S哿N,三方利益主体参与水电能源基地建设合作博

弈时应满足若干基本条件:
淤 个体理性:v*i 叟 vi,坌i 沂 N

于 联盟理性:移
i沂S

v*i 叟 v(S),坌S 哿 N

盂 分配效率:移
i沂N

v*i = v(N)

式中:v*i 表示利益主体 i 参与合作分配到的收益

量,vi 表示参与者 i 不合作时的收益量,v(S)表示合

作联盟 S 的总收益,v(N)表示三方利益主体合作的

总利益。
2. 基于生态优先的合作博弈利益分配方法构建

合作博弈利益分配方法主要讨论如何将合作产

生的增量利益进行公平分配,以确保合作参与人分

配结果满足个体理性、联盟理性和分配效率的基本

原则。 关于利益分配方法的选择,主要以分配结果

的稳定性、公平性等不同关切点为基础,表 1 列出了

合作博弈中常用的利益分配方法。
由于 Shapley 值不仅考虑联盟成员的边际贡

献,而且满足个体理性、联盟理性、公平效率以及分

配结果的唯一性的条件,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不同联

盟收益分配研究[17]。 水电能源基地建设是自然资

源开发利用的不可逆过程,优先考虑生态环境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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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参与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中的多主体利益公平分

配的重要体现。 因此,借鉴张艳芳提出的 Shapley
值修正法[6],构建引入生态补偿的 Shapley 值法。

假设,各利益主体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为

E忆i ,驻E i 为利益主体 i 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与 1
n (n

为合作主体数量)的差值:

驻E i = E忆i - 1
n (1)

式中:移
n

i = 1
E忆i = 1,移

n

i = 1
驻E i = 0

考虑生态补偿责任的各利益主体 i 收益量调整

值为:
驻v({ i}) = v(S) 伊 驻E i (2)

摇 摇 若 驻v({ i})叟0,表示水电站建设破坏的生态环

境对各利益主体 i 产生的负面影响,应增加其收益

分配比例;若 驻v({ i}) <0,表示各利益主体对生态

环境产生负面影响,减少其收益分配比例。 此时,引
入生态补偿因子的收益重新分配量为:

鬃i(v) 忆 = 鬃i(v) + 驻v({ i}) (3)

四、实例分析

作为我国西南水电资源富矿及能源战略目标基

地,澜沧江的开发利用潜力巨大[18]。 目前,云南和

西藏段澜沧江干流建成了 19 个梯级水电站,开发力

度和规模仍不断扩大。 水资源的可持续治理依赖多

利益主体的合作,需要促进不同资源的共享与整

合[19]。 澜沧江流域水电能源基地建设本质上就是

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共同合作与平衡各

自利益关系的互动过程,需厘清多利益主体围绕经

济、生态环境和移民群体生计展开的合作博弈互动

关系,并妥善解决收益分配这一复杂问题。
1.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

在澜沧江干流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中,开发企业、
流域政府、移民群体属于利益链上地位非对称的利

益主体,彼此之间处于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动态

合作状态,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合作会产生多种不同

的利益分配结果。 依据水电能源开发的直接利益关

联性,筛选得到不同利益主体的成本指标和收益指

标(表 2),所用数据来源于《2012 年关于澜沧江干

流水电站开发的政策研究报告》 《2012 年云南统计

年鉴》《2012 年西藏统计年鉴》,指标计算则根据陈

晓舒等提供的公式[9],其中,水电基地建设的一次

性投资成本、企业对移民群体安置补贴按大型水电

工程的使用年限进行均等分摊。
表 2摇 各利益主体的成本和收益指标

主体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值 单位

流
域
政
府

开
发
企
业

移
民
群
体

收益
指标

成本
指标

收益
指标

成本
指标

收益
指标

成本
指标

潜在经济收益 8. 26 亿元

流域土地淹没补偿 15. 48 亿元

流域开发对农田灌溉效益增加量 4. 74 亿元

水电站建设的环保改善收益 8. 433 亿元

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损失 1. 53 亿元

土壤保持服务功能损失 0. 17 亿元

流域政府对移民群体的补贴比例 38. 73 %
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 1297. 45 亿 kW·h
上网电价 0. 3 元 / kW·h
水电站建设投资成本 14. 74 亿元

水电站运营管理成本 84. 33 亿元

开发企业对移民群体的补贴比例 41. 27 %
移民群体安置补贴 0. 41 亿元

用电补贴 0. 001 2 亿元

搬迁安置成本 0. 2 亿元

移民前后收入减少量 0. 41 亿元

2. 基于 Shapley 值的利益共享一般讨论

考虑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之间合作

的不同情况讨论如下:
淤如果三方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独立,那么将无

法实现合作,各利益主体收益的计算分别为:
开发企业不与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合作。 开发

企业的经济收益主要为发电收益,开发企业的发电

收益 v({1})= 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(1 297. 45 亿

kW·h)伊上网电价(0. 3 元 / kW·h)-水电站建设投

资成本(14. 74 亿元) -水电站运营管理成本(84. 33
亿元)= 290. 165 亿元。

流域政府不与开发企业和移民群体合作。 流域

政府获得潜在经济收益,包括增加旅游收益和增加

水产养殖收益,v({2})= 8. 26 亿元。
移民群体不与开发企业和流域政府合作,则移

民群体不会获得开发企业和流域政府的补贴收益,
即 v({3})= 0。

于如果三方利益主体两两合作时,联盟合作产

生的收益计算分别为:
当开发企业与流域政府展开合作时,则 v({1,

2})= [企业发电总收益(389. 235 亿元) -水电站运

营成本 (84. 33 亿元) 伊环保设备管理成本比重

(10% )-水电站建设投资成本(14. 74 亿元)] +潜在

经济收益(8. 26 亿元) +流域土地淹没补偿(15. 48
·67·



亿元) +流域开发对农田灌溉效益增加量(4. 74 亿

元)+水电站建设的环保改善收益(8. 433 亿元) -生
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损失(1. 53 亿元)-土壤保持服务

功能损失(0. 17 亿元)= 401. 275 亿元。

表 3摇 开发企业的 Shapley 收益分配结果 单位:亿元

S1 开发企业参与所有合作联盟 {1} {1,2} {1,3} {1,2,3}
v(S1) 开发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合作的总收益 290. 165 401. 275 290. 335 401. 075

v(S1 \{1}) 联盟除去开发企业的总收益 0. 000 8. 260 0. 000 8. 420
v(S1)-v(S1 \{1}) 开发企业参与各合作联盟的收益 290. 165 393. 015 290. 335 392. 655

w( S1 ) 权重因子 0. 333 0. 167 0. 167 0. 333
w( S1 )[v(S1)-v(S1 \{1})] 考虑权重因子后开发企业的收益 96. 625 65. 633 48. 49 130. 754

表 4摇 流域政府的 Shapley 收益分配结果 单位:亿元

S2 流域政府参与所有合作联盟 {2} {1,2} {2,3} {1,2,3}
v(S2) 流域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合作的总收益 8. 26 401. 275 8. 420 401. 075

v(S2 \{2}) 联盟除去流域政府的总收益 0 290. 165 0 290. 335
v(S2)-v(S2 \{2}) 流域政府参与各合作联盟的收益 8. 26 111. 11 8. 420 110. 740

w( S2 ) 权重因子 0. 333 0. 167 0. 167 0. 333
w( S1 )[v(S2)-v(S2 \{2})] 考虑权重因子后流域政府的收益 2. 751 18. 555 1. 406 36. 876

表 5摇 移民群体的 Shapley 收益分配结果 单位:亿元

S3 移民群体与所有合作联盟 {3} {1,3} {2,3} {1,2,3}
v(S3) 移民群体与其他利益主体合作的总收益 0 290. 335 2 8. 420 2 401. 075

v(S3 \{3}) 联盟除去移民群体的总收益 0 290. 165 8. 26 401. 275
v(S3)-v(S3 \{3}) 移民群体参与各合作联盟的收益 0 0. 170 2 0. 160 2 0. 200

w( S3 ) 权重因子 0. 333 0. 167 0. 167 0. 333
w( S3 )[v(S3胰{3})-v(S3)] 考虑权重因子后移民群体的收益 0 0. 028 0. 027 0. 067

当开发企业与移民群体合作时,则 v({1,3})=
发电收益 (290. 165 亿元) + 移民群体安置补贴

(0郾 41 亿元) 伊开发企业补贴比例(41. 27% ) +用电

补贴(0. 001 2 亿元)= 290. 335 亿元。
当流域政府与移民群体合作时,则 v({2,3})=

潜在经济收益(8. 26 亿元) + 移民群体安置补贴

(0郾 41 亿元) 伊流域政府补贴比例(38. 73% ) +用电

补贴(0. 001 2 亿元)= 8. 420 2 亿元。
盂如果三方利益主体进行合作时,则联盟合作

产生的收益为:v({1,2,3}) = 开发企业发电收益

(366. 062 亿元)+流域政府收益(35. 213 亿元) +移
民群体安置补贴 (0. 41 亿元) - 搬迁安置成本

(0. 2 亿元)-移民前后收入减少量(0. 41 亿元) =
401. 075 亿元。

上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收益分配过程详见

表 3 ~ 5。
根据以上结果,可计算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

民群体合作博弈 Shapley 值的收益分配值如下:
鬃1(v) = 移

S1:1沂S1

w( S1 )[v(S1) - v(S1 \{1})] =

96郾 625 + 65. 633 + 48. 49 + 130. 754 =
341. 502(亿元) (4)

同理:

鬃2(v) = 移
S2:2沂S2

w( S2 )[v(S2) - v(S2 \{2})] =

2. 751 + 18. 555 + 1. 406 + 36. 876 =
59. 588(亿元) (5)

鬃3(v) = 移
S3:3沂S3

w( S3 )[v(S3) - v(S3 \{3})] =

0 + 0. 028 + 0. 027 + - 0. 066 6 =
- 0. 011 6(亿元) (6)

其中:
摇 摇 鬃1(v) > v(S1{1}), 鬃2(v) > v(S2{2}),
摇 摇 摇 摇 鬃3(v) < v(S3{3}) (7)
而且:
摇 鬃1(v) + 鬃2(v) 抑 v({1,2}), 鬃1(v) + 鬃3(v) >
摇 摇 v({1,3}), 鬃2(v) + 鬃3(v) > v({2,3}),
摇 摇 鬃1(v) + 鬃2(v) + 鬃3(v) > v({1,2,3}) (8)
摇 摇 3. 引入生态补偿因子 Shapley 值法的利益共享

改进

经过上述计算可知,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

群体进行合作博弈时,Shapley 值的收益分配结果不

能完全满足合作的个体理性和联盟理性条件,即移

民群体参与合作时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零收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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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开发企业和流域政府的收益分配之和近似于两

者合作的联盟收益(图 1)。 由此可见,水电能源基

地建设直接损害了当地移民群体的相关利益。 考虑

到因开发企业投资建设水电能源基地对当地的生态

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影响,同时也为保障当地移

民群体的合理收益,流域政府会通过生态环保途径

约束企业开发行为,降低水电站产生的负面影响。
为此,生态补偿因子的考虑可能增加移民群体收益

和保护生态环境,并实现三方利益主体合作共赢的

局面。
根据式(1)可知,当 驻E3>0 时,表示水电开发企

业破坏的生态环境会对移民群体产生负面影响,应
增加移民群体收益分配比例,取 驻E3 = 0. 136。 当

驻E1<0 和 驻E2<0,表示流域政府默认企业开发建设

水电站对环境产生的影响,应当降低各自的收益比

例,取 驻E1 = -0. 054、驻E2 = -0. 072。 根据式(2)和

式(3)中生态补偿因子收益分配公式,重新计算:
摇 鬃忆1(v)= 鬃1(v)+v({1,2,3})驻E1 =341. 502 -

401. 075伊0. 054 =319. 843 95(亿元) (9)
摇 鬃忆2(v)= 鬃2(v)+v({1,2,3})驻E2 =59. 588-

401. 075伊0. 072 =30. 710 6(亿元) (10)
摇 鬃忆3(v)= 鬃3(v)+v({1,2,3})驻E3 = -0. 011 6+

401. 075伊0. 136 =54. 534 6(亿元) (11)
摇 摇 通过比较不同收益分配结果(表 6、图 1)可知,
引入生态补偿因子后,移民群体的收益分配出现了

大幅增加,其收益增加了 54. 5462 亿元;虽然流域政

府和水电开发企业的收益分配结果分别下降了

28郾 877 4 亿元和 21. 658 05 亿元,但远远大于不合作

时的收益,总收益的增加量分别为 22. 450 6 亿元和

29. 678 95 亿元。 由此,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

群体实现了合作共赢。
表 6摇 不同收益分配结果比较 单位:亿元

利益主体
不合作
收益

Shapley 值
法合作收
益分配淤

引入生态
补偿因子的
改进分配于

分配结果
的变化

盂=于-淤
开发企业 290. 165 341. 502 319. 843 95 -21. 658 05
流域政府 8. 26 59. 588 30. 710 6 -28. 877 4
移民群体 0 -0. 011 6 54. 534 6 54. 546 2

五、结论与启示

1. 研究结论

有效解决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中不同主体的利益

冲突,关键需要寻找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机

图 1摇 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农户的

Shapley 值利益分配比较

制。 基于利益主体合作共赢的理念,构建水电能源

基地建设利益共享的合作博弈模型,运用 Shapley
值对开发企业、流域政府和移民群体的收益分配进

行分析和求解,并引入生态补偿因子对 Shapley 值

的收益结果进行重新分配。 此次研究得到如下有益

结论:
淤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非对称性,在引入生

态补偿因子之前,开发企业和流域政府的合作利益均

实现大幅度增长,两者收益分配之和略低于两者合作

的联盟收益,但是移民群体的收益为负值。 由此可

知,水电能源基地建设投资直接损害了当地移民群体

的相关利益,很难形成多方合作的稳定局面。
于考虑生态补偿因子的 Shapley 值的利益分配

方法可以实现合作后三方利益主体收益的增加。 其

中,移民农户的收益增加幅度最为显著,开发企业的

收益增量次之,流域政府的收益增加量最少。 该利

益分配方案对于共同参与合作博弈的利益主体来说

是相对公平且合理的,是各个利益主体愿意接受的利

益均衡点。 所谓相对合理性针对的是所有参与合作

的利益主体,其利益分配符合 Shapley 值的性质,亦即

虽然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地位非对称性问题,但水电能

源基地建设的合作博弈仍然能够带来利益增量,所谓

相对公平性,则主要是流域政府借助生态环保的责任

化方式来约束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,兼
顾移民弱势群体在合作博弈中的绝对利益。

2. 相关启示

作为一种公共资源,水电能源的深度开发利用

离不开大型水电开发企业对水电站的投资建设,同
样也离不开流域政府的支持和移民群体的合作。 一

方面,水电能源基地建设能够获得巨大的发电经济

效益,为了获取经济效益,水电开发企业会投入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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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资金;另一方面,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会影响生态

环境,唯有不同利益主体的合作才能优化综合效益。
因此,在水电能源基地建设中,流域政府要引导开发

企业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、树立生态优先的水

电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,不断激发开发企业履行

更高的社会责任,兼顾移民弱势群体的利益。
此外,流域水资源开发(特别是水电站建设)往

往需要占用部分农用土地或其他资源,这种影响虽

然通过移民的合理安置和利益共享能进行一定的弥

补,但由此改变了移民群体的生产方式、就业谋生环

境和社会网络关系,这都将对其生计的完全恢复造

成一定困扰。 因此,水电能源基地建设需要考虑将

牺牲现有利益和潜在利益的移民群体纳入国家精准

扶贫的政策当中,通过发电效益分享、生态扶贫、教
育扶贫、产业扶贫和社会保障扶贫等多种举措,改变

移民对旧环境依赖度高和对新环境适应性差的状

况,通过对移民“扶能冶实现脱贫、致富的良性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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